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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論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闡明中日兩國不同的政治文化，
怎樣影響兩國關係的發展和變化。首先，本文會分別敍述中國
與日本的政治文化。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基於社會學相關領域
和作者本身的觀察。以政治文化為框架，本文就以下兩個案例
作具體分析。第一個案例是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的過
程。第二個案例則是 2010 年中葉以後，兩國在南海爭端中的
一系列舉動和措施。在兩國政治文化當中，尤其相關的是中方
的法律實用主義，以及日方的共同體敏感性。這兩個不同的政
治文化特徵為雙邊的溝通和理解帶來了重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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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ain how distinct political cultures have complicated 
China–Japan relations. Firstly, it illustrates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political 
cultures on the basis of a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and first-hand observation of 
the author. Then, it analyses a case and an issue, that is, their negotiation for 
the 1972 Joint Communique and the struggle over the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2010. This analysis situates empirical even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ach of the people’s behavior rationale, thereby surfacing a deep 
political cultural variable. China’s legal pragmatism and Japan’s communal 
sensitivity are specifically relevant in these controversies. Together, they 
represent an epistemological difference, rendering meaningful communication 
difficult between the tw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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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亞洲的兩大強國，中日關係對亞洲的未來極其重要。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兩國關係的好壞都會為此地域的未來
起到決定性作用。但近年來的兩國關係磨擦不斷，衝撞重重。
除了針對中日戰爭歷史觀的糾紛以外，兩國還在圍繞海洋劃界
方面互不相讓，一度導致雙邊關係急劇惡化。

除了對亞太地區的實質影響以外，中日關係還是國際關
係理論中一塊寶貴的試金石。國際關係諸理論都紛紛把兩國關
係作為分析對象，試圖從研究當中找到各自理論的優越性。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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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將社會學中的「認同」、「角
色」、「社會化」等關鍵概念引用進國際關係理論中，從而迅速
發展。譬如格里斯（Gries, 2004；2005）指出，中國的自我認
同大部分來自於它與美、日認同的雙邊關係。

同時，現實主義（Realism）也應用一樣的案例來增強自
己的理論根基。李曉汀（Li, 2016）以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為框架，為中國的對日關係作了雄辯的分析。她表
明，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所有伸縮都是為了能夠有朝一日壓過美
國。威爾金斯（Wilkins, 2016: p. 506）也有相同論調，並呼籲
美國能夠以多種多樣的方式來連橫各國，為亞太帶來安定與和
平。他更具體地提出，針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尤其要注重加強
發展與日本和澳大利亞的戰略夥伴關係。

總而言之，國際關係各理論都在關注中日關係的發展。
當然，每個理論都有其利弊。所以，拿自身理論的優勢來攻擊
對方理論的盲點是沒有建設性的學術遊戲。因此，本文的目的
不是為了強調某個理論的優勢或問題，而是想簡單地指出，中
日兩國在形成對彼此理解的方式中有哪些不同之處，並且希望
能從彼此認識的角度，為近年來的雙邊關係提供解析。

在開始解析之前，首先需要勾畫「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詞的概念，因為這一關鍵詞將構成下文具體分析
中的重要框架。對於實證主義（Positivism）來說，「政治文
化」其實是一個極為棘手的概念，因為它並沒有一個明確的
概念規範。1 但本文也並非要提供一個明瞭的定義。作者的主
要目的無非是要援用此概念來實用地描述在中日不同的政治
文化當中，關係是在怎樣的機制中形成，而認識與認同是如

1 格雷與約翰斯頓在 1990 年代後半就此展開過精彩的辯論。參看，Gray 
(1999)；Johnst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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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被建構的。所以，本文並不追求對「政治文化」一詞的創新
定義；它的概念將會大體追隨卡范納、格雷等的定義。卡范
納曾把「政治文化」理解為政治體系所處的某種感情或態度的
環境 (Kavanagh, 1972: p. 10)。格雷也曾為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政治文化的其中一類）提供解釋。他說：「戰略文化
就是圍繞戰略行為的文化，並對戰略行為賦予意義。」（Gray, 
1999: p. 51）這種較為鬆散的定義可能不會滿足實證主義論派。
但它足可有效提供一個分析框架，清晰描述兩國的互動互認。
這也就是文本的首要目的。

為了避免誤解，本文還需為「政治文化」一詞提供進一步
的規範，也就是說，在闡明政治文化是甚麼的基礎上，還要說
明一下它不是甚麼。至少在本文中，政治文化不包括傳統儀式
或儀禮。作為後者的簡單例子，譬如可以提到日本的茶道禮
儀。這類傳統文化當然也有它的政治層面，但畢竟很難想像它
會對兩國關係產生深刻的影響。重申以上敍述，政治文化在這
裏指某個文化當中與政治極為相關的部分。它的作用主要在於
使得或約束其成員主體間的互認與互動。

本文的結構如下：首先，要針對中國和日本的政治文化進
行描述，描述方法主要是通過社會學的相關文獻，以及作者本
身的經歷與觀察而來。2 然後以政治文化為分析框架，進一步
核查兩國不同的政治文化是怎樣具體地在中日外交中呈現而產
生影響。最後會有簡短總結。

一　中國政治文化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當中，人與人之間的特殊紐帶是社交

2 作者有着較長的在中日生活的經驗。關於作者的相關論調可參見 Uemur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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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這一點與西方相比截然不同。在西方社會中，個人存
在於自我與自我反省的過程當中。相反，中國社會中的個人主
要在你我兩者之間的互惠關係中形成自我與對方的認識 （Sun, 
2012）。因為每段關係（一對）都有不同的形成過程，所以在每
段關係中產生的責任與權力自然也都不一樣。換句話說，在中
國文化中，責任與權力是關係本位。然而關係則是在互惠的過
程當中形成和演變，所有行為舉止的對與錯，都將會被置於各
不相同的「一對」中，來被評斷。所以在漢語裏，「對」會有相
關的兩個含意：第一個就是兩者成為一對；第二個就是指兩者
之間的對與錯。可見，只有在兩者的互惠關係之間才能找到對
與錯的答案。這樣一來，幾乎所有的社會行為就會演變成道德
行為。因為一方的行為辜負了對方的期待就等於是「不對」，
以及不能成為一對，並會遭到道德上的譴責。彼此的認同基本
產生在兩者主觀地形成的認識過程當中（Uemura, 2013）。

這樣的關係往往是在長期的互惠平衡下得以維持和保障
（Bolewski and Rietig, 2008: p. 86）。一方向他方提供有利恩惠
的同時，也會把這種提供看作是一種社會投資，幾乎一定會期
待對方能夠在未來的關係中予以報償。但互惠的具體方式往往
是模糊的，不但不會有關於報償的白字黑字的約定，報償的時
機與程度都是不定性的，且取決於彼此的信任與忍耐。可是一
旦一方失去報償的時機而不能滿足另一方的互惠期待時，就會
遭到道德上的譴責，並使兩者間的關係受損。關係之所以是以
長期為本，是因為雙方要從關係中取到長遠的價值。這意味
着有時可能需要犧牲個人的短期利益，從而維持或加強關係的
長期利益價值。當然，西方也會有平等互惠的原則。但其重
點仍在於獨立的個人──「基於謀求個人利益的前提出發，通
過理性的判斷來與他人展開種種社交活動」（Messick and Cook,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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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在中國社會，客觀的法律平等以及制度上的約
定，並不是構成人們社交的基本因素。恰恰相反，類似的諸多
客觀標準，實際上會在不同的情況下被理解甚至操縱。這也許
就是幾千年來為何腐敗現象一直在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得以蔓
延的根深緣由。直言不諱地說，在中國文化中處理事情，僅僅
靠遵守規則是遠遠不夠的；做事辦事需要認識人，也就是需要
有關係。中國建國以來，這種以關係為本的政治文化，當然在
國內政治的頂端也沒有例外 （Guo, 2001）。

有些西方的學者從制度研究的角度來看中國，注重「坐在
哪裏就站在哪裏」的論調，很難把握中國政治的關鍵 （Shirk, 
1993: p.99）；譬如中國的政治精英不一定要坐在黨政軍的最高
位置上。鄧小平從來沒有擔任過中共中央黨總書記。雖然鄧
小平在 1989 年以後退出了一切公務職位，但他仍然在中國政
治當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在天安門事件的動盪與冷戰後的國
際社會環境下，中國在九十年代初期處在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
轉折點。鄧小平在 1992 年的南巡過程中，有力提倡中國經濟
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確立，為中國的宏觀戰略發展起了決
定性作用。與此相反，坐在政治交椅的頂尖人物並未能夠充分
地發揮帶頭作用。從政治制度的角度來說，華國鋒、胡耀邦、
趙紫陽、胡錦濤等曾經坐在政治交椅頂尖上的領導人，都遠遠
不及鄧小平的政治力量。雖然華國鋒曾一度站在黨和國家的最
高職位，但在鄧小平的黨政軍中所具有的龐大關係網絡面前，
仍是不堪一擊。其他的領導人，包括胡耀邦、趙紫陽以及胡錦
濤，能夠站在制度交椅的頂層無非是因為鄧小平親手栽培。其
中胡耀邦與趙紫陽的最高領導人身份，也未能阻止他們分別在
1987 及 1989 年的失勢。3

3 關於這一觀點的詳細，請參考 Dittmer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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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政治力量的來源不是能在制度裏挖掘出來的，
它需要在個人的關係網絡裏經營、積累和交換雙方的道德責任
與信任。所以政治力量終究取決於關係，而不是制度或法制。
有能力的政治家需要不拘泥於法治的範圍才能有效分配社會財
富，安排和調動人員。相反，在法律的格局下嚴格謹遵，則會
被看成是無能、軟弱和不可信賴。

儘管看來中國的關係與其他國家的人際關係有很多不同
之處。譬如，在韓國文化中，以年齡輩分為基準的人際關係也
是一個長期性的規範。但是在這種關係裏，從長輩得到支持和
提拔的晚輩並沒有必要報答長輩（Choi, 1997）。受到長輩恩惠
的人們，需要為自己的晚輩作出同樣的付出。在日本的「年工
序列」文化當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現象。這種現象普遍存在
於終身就業制度的公司、政府機關，以及大學裏的各種學生活
動組織。可見在韓國與日本的社會中，平等互惠是在各自的社
會體系層面中找到均衡點的。比較而言，在中國社會裏，互惠
與道德責任存在於每一個你我兩人的關係之中（Hundley et al.,  
1996；Sugiyama, 1986: p. 58）。

二　日本政治文化

關於日本文化的學術研究積累極為廣泛（Nakamura, 1964; 
Kasulis, 1990; Nakane, 1970; Lebra, 1976; Odin, 1992; Shields, 
2010; Young, 2009）。本文並不需要作一個完整的文獻綜述。
本文的主要目的還是以一手觀察的手法，解析在日本政治文
化中與中日關係相關密切的部分。4 作者之所以要用參與觀察

（Paticipatory Observation）的方法來描述日本政治文化，不僅

4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無法詳細介紹一手觀察的方法論。請讀者參看「參與
觀察」的相關文獻，例如 Klotz and Lynch (2007: 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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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因為本人是日本國民，更主要的是參與觀察，作為一手觀察
的方法，可以用來有效地描述社會現實，將一個往往比較模糊
的概念──政治文化，講得更透徹明朗。

日本文化的特點是它的群體性。在日本的群體社會當
中，個體成員會對其他成員極其敏感。可以說，個人是被淹沒
在群體裏的。為了群體的利益與和諧，個人需要付出龐大的代
價來控制甚至扼殺自己的特徵。在這樣的社會文化中，擾亂群
體和諧的行為就會被視為錯誤的表現，而作出擾亂行為的個人
則會被排斥或懲罰。在日文中，「迷惑」（meiwaku）一詞包含
着相關的深刻文化意義。在日文的詞典裏，迷惑是指引起對他
人不快或不利的行為。當然，其他文化也會重視不要將自己的
利益建立在他人的犧牲之上。但是，在日本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裏，對他人以及群體的敏感性遠遠超出其他文化的程度。在日
旅遊時，人們處處可以發現禁止「迷惑」行為的眾多告示。日
本的公共交通可以說是在世界上對迷惑行為最不寬容的場所。
在電車與公車上，人們不但不可以用手機通話，其他的種種噪
音也會被嚴格控制或禁止。日本的高速鐵軌──新幹線，在這
方面更為嚴格。雖然新幹線為人們提供快速與方便的交通選
擇，同時它也限制很多旅客的所謂迷惑行為，包括在車上利用
電腦打字時不要發出過大的鍵盤聲音，不要把行李放在座位上
等等要求。

另外一個監控迷惑行為的顯著例子，可以在游泳館裏找
到。無論大小，日本幾乎每一個城市裏都會有它的游泳館。而
這種游泳館內的經營管理往往是「無微不至」的。館內會有長
長的條款公告，禁止種種行為。游泳館使用者經常被要求戴
泳帽，10 歲以下兒童需由大人陪伴，不可穿戴任何首飾或化
妝，不可有紋身（無論大小），並且條款會不斷加入新的禁止
項目。近年來，有的游泳館竟然還禁止在淋浴間使用香皂和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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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劑。在游泳時，在每個泳道、方向的禁止事項等等，都有嚴
格和細緻的規定。

在公園裏也有同樣的例子。餘暇時間想要在公園放鬆一
下，人們還是不敢忘記身處群體之中，不得不對他人的眼光保
持敏感。與游泳館的例子相同，很多公園內都會有長長條款控
制，包括禁止遛狗、騎自行車、踢足球、玩棒球、舉行任何集
體活動等等。公園內還會有人巡邏，確保人們遵守規則。無論
大人還是孩子，無論情況如何，都必須嚴格服從這些規則。在
如此繁密的規則與規範下，人們難免會感到窒息。

這樣眾多的規則自然也有它的好處。從社會整體的角度
來看，規則會給群體帶來和諧。但另一方面，個人的活動範圍
和方式會受到限制，令新穎的獨創性難以生根發芽。避免迷惑
幾乎已經在日本社會形成一種恐懼現象，製造極大的壓力讓人
們去順應和服從。在日文裏，已經有太多的詞彙限制個人躍出
群體規範半步。所有表示與群體脫離的詞彙，都帶有程度不同
的負面含義。譬如「浮」（uku，表示浮起，上升到表面）的概
念，在日語口語中，常用來描述某個人在群體裏突出顯眼。在
高校或大學的課堂上，學生對於「浮」的恐懼心理會使各種學
習活動與師生間的互動難以展開。老師在課堂上向班級提出問
題時，很少會得到任何反應；就是因為在課堂上獨自發言，在
日本文化中等於是「浮」到表面上，所以儘管有十足的把握，
學生大多都不會輕易舉手表達各自的看法。在這種文化環境
下，與他人不同是需要更多的勇氣。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學
生，本科以後去國外留學的時候，也很難迅速適應當地的溝通
方式；作者在美國留學期間親眼目睹了這類的場景。在課堂
上討論問題，應該發言的時候，日本的留學生是最為安靜的一
類。儘管他們也清楚在課堂上的積極表現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
科目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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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缺乏主動性與自發性的習氣，還會模糊責任。在
所有的社會群體裏，決策過程是要經過「根回」（nemawashi）
──漫長的意見統一調整，之後才能夠看到議題的公開設定。
議題的審理決定會議往往不過是走個形式，將在會前已經得到
意見統一的事項批准通過。在日本社會中，較有能力的領導者
一般不會強行通過自方的意見，導致傷害另一方的利益而激起
衝突。他們經常需要花大量的時間來事先摸索多方的立場和意
見，從而找到妥協點，也就是所謂的「落所」（otoshidokoro）。
這樣一來，所有的決策責任其實都已經被淡化在群體中，令個
人的負擔得以減輕和模糊。

另外，由於這種決策渠道是全體性的，所以由這種方式達
成的決策，通常會產生較強的約束性。哪怕沒有強而有力的履
行手段，這種決策代表着群體的統一意見，仍可以有效地控制
其成員的行動範圍。

這種決策機制的負面，則在於它不善於靈活地適應不同
情況，決策的調整步伐緩慢。在 1980 年代的一段時間裏，日
本企業曾一度被國外認為代表一種極其富有競爭力的商業模
式。至今為止，這些企業大多仍停留在當時的傳統工商文化當
中。大多數員工仍需要長時間在工作崗位上加班，因為這種工
作方式依然得到正面評價。年輕的員工尤其如此，他們常常會
是最後一個離開公司，並不一定因為他們的工作量大，而是因
為在日本的群體工作環境下，年輕的員工很難可以比他們的上
司提早下班。無情的商業競爭和適者生存的原理，似乎並不符
合日本的土壤。企業集團和工商團體，作為一種群體，會想方
設法保存集體內部生產性最低的會社，讓它們生存下去。這就
是日本工商界的所謂護送船團體制，最終導致道德風險普遍加
重，以及不健全的企業經濟活動擴大。即使日本的經濟泡沫在
1980 年代末期破裂以後，這樣的企業結構仍沒有得到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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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

三　政治文化與中日關係

雖說國際關係本質上是群體間互動的連續過程，但本文描
寫的在個人以及社會層面的政治文化，在國際關係的舞臺上也
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影響國與國的互動因素當中，除了相關
的制度、國內政治，以及國際體系外，還涉及到政治文化的一
面，這些因素會在不同的情況下發揮不同程度的作用。本文接
着將從當代中日關係中，找出兩個較為明顯的例子，試圖描述
雙方的不同政治文化，如何影響這兩個國家對相互認同的形成
和變化。

1 關於《中日聯合聲明》兩國交涉

在 1950 和 1960 年代，由於美國的嚴格限制，日本無法與
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只有在 1971 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
的消息突然傳來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才獲得與中方交涉的條
件。儘管中美建交已經成形，田中角榮還是需要在訪華之前親
自前往夏威夷，事先獲得美方的允許。5

早在 1972 年，當兩國剛剛正式邁向和解的道路時，中日
雙方就經歷了一場外交風波。為了實現邦交正常化，當時田
中角榮親自訪問北京，並在晚餐會上就日本的侵華歷史表示歉
意：「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 。」但是中方周恩來總
理對此謙辭作出強烈的批評。田中在日語原文裏所用的一詞

5 為了實現中日邦交，田中角榮首先飛往檀香山與尼克遜會談，並保證中
日友好不會對日美同盟帶來任何影響，日本與台灣斷交也不會改變台灣
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 (Uemura, 2013: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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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惑」被翻譯成「麻煩」，從而勾起中方的強烈反應。單從語
言用詞的角度來看，這樣翻譯並沒有錯誤。可惜，兩個單詞背
後的文化含義便蕩然無存了。「麻煩」一詞，正如周恩來當時
所指出，用在這種場合實屬輕率，必然讓中方覺得無法接受。

「迷惑」風波意想不到地在中日第一次往來的重要關頭，
似乎一瞬間便把運籌已久的交涉推入暗礁。在與日本客人第二
次交談的時候，周恩來毫無掩飾地表達了中方的憤怒：

添了很大的麻煩這一句話引起了中國人民強烈的
反感，因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說添了麻煩。（Wilson 
Center, 1972）

面對中方強烈的指責和壓力，田中角榮只得屢次強調他並
無任何侮辱中方的意圖，並解釋「迷惑」一詞的確含義深刻，
而不是隨便用的。田中的解釋如下：

從日文來說，添了麻煩是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
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證以後不重犯，請求原諒的意思
……如果你們有更適當的詞彙，可以按中國的習慣改。 

（NHK, 2012）

聽了田中的解釋後，中方仍未能馬上了結此事，在其後的
會議上還特意拿日本最權威的辭典《廣辭苑》來，並指出在日
文裏「迷惑」一詞並沒有像田中所述的那種誠懇的含義。

其實，這場外交風波並非出於田中對中方不遜之心，而
是來自文化層面造成的溝通失敗。當時日方領導人沒有企圖要
沖淡過去的侵華歷史，侮辱中方；從田中的一系列態度就可以
顯然地證明這一點。首先，在周恩來指出中方對「迷惑」用詞
不滿的時候，田中馬上便作出回應，道歉並闡述自己無心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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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感情。在最終的《中日聯合聲明》的條款裏，田中還答應
中方的要求，加入以下一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
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MOF, 1972）
除了「迷惑」風波以外，在 1972 年邦交正常化的過程中，

政治文化還引起了另一樁棘手的事件。因為當時兩國都在小
心翼翼地就台灣問題進行磋商。在 1972 年與中共政府交涉之
前，日本已經與蔣介石就結束戰爭一事簽過條約。這個所謂
的《中日和約》在 1952 年成約，當時蔣介石還宣佈不向日方索
取戰爭賠款。東京與台北間《中日和約》的存在，大幅度提高
了 1972 年東京和北京雙邊交涉的難度。中日領導人需要想出
辦法讓兩個條約並存下去。因為，雙方都知道中日戰爭不可能
會被兩次先後宣告結束。中方積極希望能夠和日本達成新的
協議，並在國際舞臺上令台灣進一步邊緣化，取得政治上的勝
利。所以對於中方領導人來說，對日講和是一樁遠遠超出法律
範圍、極其高度的政治問題。但是對於日方領導人來說，之前
的《中日和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的操作範圍。在日本
執政黨自民黨內，有相當一部分支持日本保留與台灣的外交關
係。田中首相和大平正芳外長不得不細心地找出能夠兼容兩條
約的「落所」。

日方的擔憂不久便呈現出來了。針對戰爭賠款一事，中
方提出在聯合聲明內記載中方不會向日方索求的條款。對此，
日本外務省條約局長高島作回應，說因為戰爭賠償一事已經在
之前的《中日和約》中得到結論，所以沒有必要再次寫進新的
條約內 （NHK, 2012）；這種說法再一次激怒了中方領導人。
對於中方來說，這種解釋不但代表日方不領中方的情，沒有良
心，更令他們失望的，是證明了日方不識大局，沒有能力推動
兩國友好的前進。中方認為日方沒有良心，是因為他們覺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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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並沒有體會到中國在賠償方面寬厚的讓步。中方還認為日方
沒有能力，因為他們覺得日方連法律上技術性的小問題都不能
擺平。

經過了三番五次的漫長交涉，雙方好不容易才達成一致。
最後，中日兩邊都作出了讓步。據說在行駛中的專車裏，大平
外相是含着淚向姬鵬飛外長訴說這次田中和他來訪中國是抱着
滿腔的真誠和熱情，而且日本國內的政治形勢十分嚴峻，田中
真的已經向中方讓步到了底線。雖然本文的目的不是為了詳細
分析兩國的交涉過程，但從以上敍述足可以看出交涉的主體都
是有血有肉的人們，有意無意地肩負着各自的文化形態。《中
日聯合聲明》最後之所以能夠成功簽署，還是要靠雙方的領導
人能夠超越各自文化的思維方式，站在彼此的立場上思考和行
動。

2 海上邊界爭議與日本的警惕

在今日的兩國關係當中，政治文化仍在產生它的影響。
尤其是在東海與南海的海上邊界爭議當中，表現更加突出。雖
然沒有在南海領域內有任何主張，但在東海與中國還有爭議的
情況下，日本也不希望看到中國在當地海域擴大勢力範圍。看
到南海與東海爭議的相關性，日本積極倡導在亞太地區建立國
際法律平台，並控制中方的海洋進出。譬如在 2011 年的日本
東盟峰會上，日方曾提出要在普遍被承認的、包括 1982 年「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等國際法的基礎上，建立海洋安
全保障的合作機制（Hornung, 2015: p. 172）。另外，日本還一
直在努力推動將其他民主守法國家（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
印度等國家）捲入海洋安保機制，從而進一步加強國際法的有
效力。2012 年，在日本和太平洋島國論壇首腦會議（PAL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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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日本還特別強調要遵守國際法，保障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
安全（MOFA, 2012）。

東盟各國基本上都贊同日本的設想。面對中國的日益強
大，日本和東盟各國都希望能夠增強國際法的爭議調停機制。
這一系列的會議與倡導終究在 2016 年，關於菲律賓對中國的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仲裁裁決後達到了一個高峰。仲裁開始
是因菲律賓政府在 2013 年 1 月，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提交
關於和中國在南沙群島以及南海領域的爭議調停訴訟。訴訟最
後由菲律賓獲得全面勝訴，並否認中方在所謂九段線內的任何
歷史性主權。（Zhang, 2017: p. 440） 其具體內容如下：

宣佈在菲律賓和中國之間，中國對「九段線」相關
部分所包括的南海海洋地區主張歷史性權利或其他主
權權利或管轄權違反了《公約》，且沒有法律效力，因
為這些主張超過了《公約》所規定的中國海洋權利的地
理和實質性限度；並宣佈，《公約》廢除了超過公約所
規定限度的任何歷史性權利或其他主權權利或管轄。 
（常設仲裁法院，2016：頁 318）

與日本和東盟的方式恰恰相反，中方面對領海爭端問題
採取盡力避開國際法的途徑。在 2002 年，中國政府與東盟各
國簽訂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ASEAN），並將「今後在領
海爭議的問題處理上，用磋商和談判的方式來解決」達成協議

（中國外交部，2002）。雖然宣言文章內涉及到「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但並沒有具體談到如何將其落實 （Wu, 2016: p. 289）。
另外，中國在 2009 年還向大陸架界限委員會發出以下聲明：

中國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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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並對相關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權權利和管
轄權。中國政府的這一貫立場為國際社會所周知。（中
國駐聯合國代表團，2009年 5月 7日）。6

菲律賓於 2013 年 1 月向仲裁庭提交了仲裁通知和申訴書
後，中國政府仍舊採取以政治交涉的方法來解決海洋爭議，且
避免捲入國際法。接收到菲律賓的關於仲裁通知後，中國外交
部發表以下反對議論：

菲方提出的仲裁事項實質上是兩國在南海部分海
域的海洋劃界問題。這必然涉及相關島嶼主權歸屬，
而領土主權問題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解釋和適
用問題。因此在中菲島礁爭端懸而未決的情況下，菲
方提出的仲裁事項不應適用《公約》規定的強制爭端解
決程序 。（中國外交部，2013年 4月 26日）

從以上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據海洋爭議方面中國
一貫主張歷史上的正當性，同時反對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為首的國際法律體系。針對 2016 年的仲裁決定，中國政府採
取了「四不政策」，也就是不參與、不接受、不承認、不執行 

（Wangyi News, 2016）。另外，為了給將來的交涉留有餘地，
中方還有意在處理相關問題上含糊其詞。7 比如說，中國政府
會經常故意用曖昧的「島嶼」一詞來描述它主張的海洋範圍，
令其他國家不可能掌握中方具體的索求範圍（Zhang, 2017: p. 
450）。

6 與告知一同寄來的還有一份海圖，上面畫着頗有爭議的九段線，乍一看
是主張幾乎所有的南海海域都屬中國領海。

7 關於中國就南海海域問題的曖昧表現可詳見 Beckm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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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中國政府在處理仲裁決議的方法，確實給周邊國家
帶來了憂慮和警惕。貝克曼指出中國的做法等於威脅以「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為首的整個國際法制體系，周邊國家對此當然
極度關注。因為周邊比較小的國家，其實也都希望能夠將泱泱
大國的中國納入（enmeshment）國際法律的體制下（Beckman, 
2013: p. 163）。張鋒也指出，很多關注中國動向人士也都對中
國政府的南海處理問題流露出疑惑。中方的「四不政策」等僵
硬態度，有可能損害它在國際社會當中的印象。其他國家有可
能由此斷定中國勢必要向基於法律和準則的國際社會進行挑戰 

（Zhang, 2017: p. 449）。
中國在處理海洋爭議過程當中所呈現的一系列舉動，其實

都表現出它處事的基本模式。歸根結柢，中國對法律抱有根深
蒂固的懷疑心理，並相信這類極為棘手和敏感的問題必須通過
高度的政治手段來解決。在中國文化裏，交涉是一個永無結局
的過程，而沒有能夠終結交涉的協議。為了進一步加強自身的
立場，總會有餘地和時機進行另一輪的交涉。在這種政治文化
裏，中國政府最不希望的，就是在法律上作出不必要的承諾，
導致失去未來可能在更有利條件下交涉的機會。

仲裁結果公開後，中國政府馬上開始採取行動。在仲裁
公開後不久的會議上，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呼籲各國外務部
長，強調有關各國要用和平交涉的方法來解決爭議 （Wang, 
2016）。其後，王毅外長又屢次在公開場合發表言論，指出仲
裁決定不但不會為該海域的和平穩定作出貢獻，反而會導致磨
擦和損害當地利益（Zhang, 2017: p. 451）。可見中國不相信國
家之間的糾紛，能夠通過國際法的手段得以有效解決。

雖然中國更注重政治交涉，但也並不意味着它會不顧及鄰
邦的擔憂，為了達到自己的利益而一意孤行。自從 1970 年代
末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認真學習怎樣在國際與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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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上與其他國家溝通與互動。正如約翰斯頓指出，在多種多
樣的國際機制中與其他國家互動幾十年，中國在不斷大幅度修
改自己的論述方法（discursive practices）（ Johnston, 2008）。

也許中國已經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成功地學會了在國際社
會的框架範圍內韜光養晦，可是它的法律實踐主義仍綿綿延續
在其政治文化當中。8 從中國政府對仲裁裁決的對應態度中可
以看出，在它的綜合國力不斷上升的今天，似乎已經在公然反
抗國際法律體制。仲裁所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幾乎一眨眼
間便被它以雄厚的實力扛了過去。9 如此下來，東盟各國不得
不反思在過去與中國的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是否還
行得通。隨着中國越發邁步於全球與地區範圍的機制深處，各
方面曾以期待和樂觀的眼光高度評價東盟成功地將中國這樣的
崛起大國拉入國際體制，並有效地影響它的一舉一動（Smith, 
2004; Ba, 2006; Caballero, 2014）。可是，2016 年的仲裁以及其

8 關於這方面，國際關係理論結構主義的研究較多。施動者（agent）的行
為與自我認同會隨着結構（structure）中的規範而變化。參見 Cohn 1987; 
Barnett 2002; Klotz and Lynch (2007)。

9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法律實用主義很接近美國政治文化的特色。斯科
特將中國在領海問題上的處理方式與美國昔日的門羅主義相比較，指出
中國畫出九段線是代表它反對當今的國際法律體制，因為在法律體制建
立起來的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處在西方列強的欺壓下，幾乎沒有能力
在相關過程中參與和發言（Scott 2016: p. 302, p. 303）。斯科特的論調，
與其他關於美國戰略文化的研究有共鳴之處。法雷爾（Farrell, 2005） 強
調，對技術的崇拜（ technological fetishism）、對人員傷亡的厭惡（casualty 
aversion），以及法律實用主義（ legal pragmatism），是美國戰略文化中的
三大特色。他還具體談到布殊政權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明顯輕視國際刑事法院、京都議定書，以及禁止關於地
雷使用的渥太華會議協議等（Farrell, 2005: p. 9）。當今的特朗普政權退出
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似乎與法雷爾的分析相符。斯科特與法雷爾
的論調加起來，可以說美國從門羅主義到太平洋夥伴協議一貫都表現出
其法律實用主義的政治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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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一系列中方動向，迫使這種樂觀論調行家不得不對中國的
發展方向再次三思。中國並沒有被動地單方向接受其他國家的
做法與看法。在它巧妙的政治交涉和運作下，東盟的脆弱竟一
夜之間被揭開了（ Jones and Jenne, 2016）。

中國在國際法律體制上施展政治手腕，必然會導致與日本
的對立。因為二戰後在美國為首的國際分層體系中，日本是最
致力於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國家之一。早在 2000 年代初期，日
本就有跡象對中國有所警惕。當時東盟國家首先倡議建立自由
貿易區（Free Trade Area），但其構想很快便遭到挫折，因為中
日兩國在貿易區的結構設計上意見不一，互不相讓。為了淡化
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加強地區制度化的進展，日本的原則是將
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印度等一些地區外的民主國家也加入貿易
區內。中國政府對這種提議作出正面反對，表示應該將貿易區
局限在中日韓東亞三國與東盟國家的範圍內。中日兩國的這種
對立至今仍隨處可見。譬如 2015 年在中國轟轟烈烈地建起亞
投行，50 多個國家紛紛加入之際，日本卻表示懷疑的態度，
並且至今也沒有加入。

國際關係理論的戰略同盟（Stategic Alliance），並不能對
日本的中國政策作出圓滿的解釋。作為美國的盟友，日本確實
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與美國就中國問題上步伐一致，但是戰略
同盟關係本身並不等於關係友好。譬如雖然韓國與日本都是
美國的戰略同盟，但兩國的雙邊關係近年來越來越嚴峻（Lee, 
2016）。況且，美國的同盟國家並沒有要聯手克制中國發展的
明顯跡象。在與美國的同盟國家當中，與中國呈現對立姿態最
鮮明的就非日本莫屬。

作為一個在國際社會上的守法國家，日本的屬性使它能夠
有效地聯合其他民主國家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澳大利亞、新
西蘭及印度等其他民主國家，也歡迎日本在亞太地區孕育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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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法規為本的發展模式（Wilkins, 2016: p. 499）；日本也當然
了解在這方面的自身價值與長處。所以如上所述，日本也一直
在試圖將這些民主國家拉入地區的自由貿易成員當中。可是，
日本的這種做法，同時也等於是在製造一種中日之間的你我區
別，極有可能對雙邊關係的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此外，作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成員，日本的自我認同
會使它很難靈活地處理各種政治問題。目前為止，日本的外交
大方針便是向美一邊倒。但與此同時，積極與中國疏通政治紐
帶，發展良好的雙邊關係可能會對日本更有利。譬如日本在處
理多數日本公民被北韓政府誘拐一事上，從小泉到安倍政權幾
乎所有的日本首相都一味地向美國政府做游說工作，希望美國
能夠幫助日本向北韓施加壓力，將被誘拐的日本公民早日送回
來。雖然日本政府確實迫切希望能夠解決本國公民被拐問題，
可是它的問題處理方式並沒有奏效。因為在朝鮮半島問題的六
國會談當中，中國的立場極其關鍵。10 雖然日本也瞭解中方在
這方面的影響力，可日本卻不但不極力與中方聯手，反而採取
了一系列安全保障措施，將中國推得越來越遠。最為引人注
目的，便是安倍政權在 2015 年將安全保障關聯十法案進行修
改，加強了對中國對北韓的對立姿態。至今為止，日本政府處
理公民被拐的基本方針，仍沒有任何改變。

此外，日本政府堅持秉公守法的嚴謹態度，經常還會被
中方看成是一種侮辱的表現。譬如 2011 年 3 月在日本東北部
發生大地震後，很多國家和地區都紛紛前來支援。中國也不例
外，並快速派遣 100 名救護隊員前往日本救災。可日本政府僅
允許 15 名中方救護隊員登陸。相比之下，日本接受其他國家

10 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在 2002 年訪問北韓，使得日本民眾廣泛得知北韓
長年以來屢次誘拐日本公民的事實。參見 Funabashi (2007: 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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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區的救援隊員數目為台灣 28 名、韓國 107 名、美國 144
名、俄羅斯 155 名，以及印度 46 名，都高於接受中國的人
數。日方的這種處理方法其實也並不（完全）因為它不信任中
國；日本政府在接受各國救援隊伍時，需要按照極其詳細的規
程與步驟進行。韓國與美國的隊伍能夠暢通無阻地進入日本國
境，主要因為是作為日本的同盟夥伴，這些國家早已建立起與
日本的相關程序（Zhang, 2016: pp. 7-9）。

四　結語

雖然中日關係的歷史悠久，近幾十年來文化與經濟交流
日益密切，但這些因素都未能夠有效促進兩個國家和國民間的
相互理解。中日關係為何如此複雜？本文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框
架，初步分析了田中角榮訪中，以及最近幾年關於領海爭議的
雙邊關係。當然，中日兩國間的誤解，不僅僅是因為兩個不同
政治文化所造成的。其他因素還包括個別政治家為了在國內的
個人政治利益，故意犧牲中日友好，更有媒體為了播放引人注
目的頭條新聞操縱情報。11

為了中日關係的正常發展，兩國人民必須進一步加深對彼
此的理解。中方要理解日方的文化特殊性，並敏感地認識到自
己的所作所為會給日方帶來怎樣的影響。雖然在中國屢次發動
的反日遊行中，大多數其實都是出自對地方政府的不滿，但反
對日本的口號還是會傳到日本，在各種媒體上反覆曝光，嚴重

11 個別的政治家會煽動和利用中日關係中的矛盾，為自己政治加分。有
學者指出日本首相安倍在利用中國威脅論來推行他的政治目的，謀求更
改日本憲法，並重新定義「和平」的概念 (Hagstrom and Hanssen, 2016)。
中方也有相同的論調。在 2000 年代前半葉，胡錦濤面對全國上下被惡
意煽動的反日情緒下，有意推動中日友好卻終究心有餘而力不足 (Grie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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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日本國民的情感。相反，日方也要正確地認識到，中國的
反日遊行與教育都是出自中國國內的政治目的，所以基本上也
不須日本方面採取任何回應和行動。

雖然近幾年的中日關係遭遇到許多障礙，可是兩國仍可在
多方面開展和深入合作。除了政府援助和日本政府掀起的「酷
日本」（cool Japan）運動以外，日本還有更多可以向中國和世
界提供的價值。中日兩國都同樣面臨人口老化、環境污染以及
能源緊絀等諸多方面的問題。作為發達國家，日本在這方面比
中國經歷得早，可以為中國的未來發展提供寶貴的借鑑。無論
怎樣，雙邊合作是要建立在平等和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打造這
樣的堅固基礎絕非是一朝一日的工夫，尤其是眼下中方總是用
自己的尺在日方的良心與道德的缺陷上找碴，日方也執意不甘
承認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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